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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托尼·贝内特对索绪尔符号学传统进行了批判性检审与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对马

克思主义传统的“历史”观进行了符号学维度的阐释，并将符号学运用至一系列文学及文化批评实践之中，从而丰

富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在文化研究领域内的具体批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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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马克思主义
批评家托尼·贝内特以其一系列理论表述及文化实
践而蜚声国内外学界。贝内特十分注重在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基本立场上，将诸多西方批评方法融合于
文学及文化批评实践中，并在其独到的符号学观基
础上，亦使对符号学方法的运用成为其马克思主义
批评实践的重要维度。
一　索绪尔符号学传统的再阐释
众所周知，由于后结构主义的理论突破，在当代

欧陆学界，由结构语言学始祖索绪尔所开创的结构
主义符号学传统业已失去往昔在人文社会科学界的

辉煌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符号学支系在英语
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至今仍在理论与实践
的双重维度上保持着较高的活跃度。其中，贝内特
曾提出以葛兰西领导权理论对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

符号学加以整合，消解两者间作为文化研究方法所
具有的矛盾性，从而表达出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肯
定态度［１］ｘｉ－ｘｖｉｉｉ。然而，贝内特所秉持的马克思主义

立场，使其能够以审慎的态度看待结构主义符号学
传统的理论价值。
美国学者霍克斯援引瑞士学者皮亚杰的“生成

性结构主义”观点，强调“结构”的内部调整功能属
性，使其具备动态性自我建构性品质［２］６。同时，由
于索绪尔的“语言”（ｌａｎｇｕｅ）一般被视为共时性封闭
形而上学整体，因此学界很少将结构的自我调节特
性运用于对索绪尔“语言”概念的理解。
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贝内特指出，“语言”能

够通过内部调整转化，使其派生形式“言语”，在淘汰
过时的语言因素的同时，得以产生出全新的语言因
素。在这一基础上，贝内特借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
社群内部语言的具体形成机制展开讨论：“词汇应当
……在说话人和受话人间所形成的对话性关系（ｄｉ－
ａｌｏｇ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中得到把握。”［３］８４也就是说，人
类在从事社会生产活动的交际过程中，不断检审和
筛选着彼此话语中不利于交际、合作活动的言说方
式，同时使有利于交际活动的言说方式得以保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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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因此，“语言”的更新活动，从本质上源于社会
生产活动中为适应新的交际形式而形成的全新社会

生产关系。由此观之，由于索绪尔忽视了“属于不同
社群的诸多说话人，为其语言在社群内的正常运作
赋予了一系列迥然相异的原则”［３］７９的事实，因此未
能意识到“语言”的“自我调整”特征恰是社会成员在
生产活动中调整语言表意功能的体现。
同时，贝内特在对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批判基

础上，对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同样进行了历史主义维
度的审视。由于极大地秉承了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
共时性认识，俄国形式主义长期被视为对索绪尔传
统的延续。客观地讲，俄国形式主义在接受索绪尔
共时性研究方式之初，对这种认识维度是持审慎态
度的，这从蒂尼亚诺夫与雅各布森对共时性系统的
历时性阐释方式即可窥一斑［４］７９－８０。然而，俄国形
式主义在批评实践中对文学内部结构的过分重视，
却印证了结构语言学对其具有的实际影响。诚如美
国学者詹姆逊所言：俄国形式主义在“将固有属性自
身剥取出来”［５］４３的方法论方面与索绪尔语言学异
曲同工。霍克斯更是提出，“（形式主义者）与那些
‘结构’语言学家，……以及此后的‘结构’人类学家，
在彼此致力的工作方面，其共性十分明显”［２］４５。
形式主义的重要代表什克洛夫斯基在提出文学

的“陌生化”原则的同时，将陌生化视为文学形式的
演变力量，亦即将文学审美经验层面的“陌生化”效
应视为文学形式更迭的动力，从而使其对文学形式
发展动力的认知脱离了社会历史视野，亦使其陷入
共时性的形而上学化阐释方式中。
巴赫金在对索绪尔语言学的批判中，从社会历

史角度评析了“语言”的形成过程，也便否定了共时
性“语言”的存在可能性：“无论在怎样的历史片段
中，共时性的语言系统也无法出现。”［６］６６同时，巴赫
金对索绪尔传统的否定，为贝内特从互文性（ｉｎｔｅｒ－
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ｔｙ）角度认识语言问题扫清了认识与方法障
碍。互文性由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提出，指文本之
间的影响与生产关系，同时还具备以下特征：后文本
往往能够对前文本所在意识形态语境及形式特征进

行不同程度的复制。贝内特指出，推动文学形式演
变的动力，并不基于“陌生化”的抽象替代；新文本的
出现，是伴随着历史社会的变动，不同意识形态在争
夺文学语言符号的过程中经由排斥、融合之后所产
生的互文性产物，“文学性（ｌｉｔｅｒａｒｉｎｅｓｓ）……决定于

在统治性意识形态域的母体（ｍａｒｔｒｉｃｅ）里、为文本
所确立的诸多属性的位置。文学性并不在文本里获
得体现，而是体现在镌刻于文本之中、文本之间的诸
多互文性关系内”［３］６３。换言之，文学形式的变更并
非基于审美效应的更迭，而是由于文本所承载的意
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与交流，导致文本自身在形式上
发生的碰撞与融合。贝内特由此将对文学形式的演
变的阐释引向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历史维度，使其
摆脱了原有的形而上学阐释方式。
二　话语抑或实存：“历史”的符号学分析
历史主义批评在西方文学批评传统中始终占据

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同时，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观
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常被理所当然地归入这
一批评支系。然而，随着新历史主义等后现代主义
批评观念的兴起，“历史”的本质内涵在西方人文社
会学界饱受争议，而其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合法性亦
引起广泛探讨。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

的经典论述，在文学批评理论领域被广泛置换为历
史／文学这一相应范畴。然而，“历史”这一概念的意
涵含混性却使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陷入合法性危机

中。以新历史主义为代表的诸多西方批评流派认
为，历史至少应包括“历史事实”与“历史陈述”两种
形态，前者指涉历史现实中不能够被人的主观意志
所改变的实存事实，后者指在对前者进行叙述化后
形成的话语符号。事实上，即便在马克思主义传统
内部，这种对“历史”的二元划分同样存在，波兰马克
思主义哲学家沙夫在对语言符号与现实的关系模式

进行总结后［７］１８３，提出历史既是一种“客观性事
件”［８］１８３，同时其形成也必须受认知主体的主观意识
的某种影响［８］１９１。显然，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基础”
的规定属于前一范畴。然而，当基础被以“历史”名
义置换入文学批评领域中时，“历史”的后一种含义
便往往使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必须面对“基础是否
只是一种话语符号”的方法合理性问题。
在贝内特看来，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领域中，

伊格尔顿对历史的错误论述，便是由于对“历史”的
含混界定而引发的阐释困境的体现之一。伊格尔顿
认为，包蕴着特定意识形态的历史话语决定了文学
作品的生产方式，亦即为文本的意义生成提供了具
体产生语境；同时，文学文本在被完成后，具备了指
涉现实中历史事实的功能，“戏剧性生产（ｄｒａｍａ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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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由特定历史决定，是其产物；……它同
时还使文本在其内部建立起与自己的客体的关

系”［９］６７。这样，历史便既是文学意义得以生成的话
语基础，同时也成为文学能够对之加以还原的客体。
对此，贝内特从符号学角度指明了伊格尔顿对“历
史”概念的混淆，认为其将分别作为“能指”与“所指”
的“历史”———亦即为文本提供意义语境的历史符
号，与作为历史实存的指称物（ｒｅｆｅｒｅｎｔ）的“历史”混
为一谈：“伊格尔顿谈及作为文学所指的历史时，他
心中一定考虑到不只一个层面的意义……但他谈及
作为文学起源和指称物时的历史时，他却在话语的
‘超出话语的开端’的意义上，使用了该术语的其他
意义。”［１０］４２事实上，由于历史事实必须通过历史叙
述———亦即作为能指与所指的结合物的话语符号作
为基本载体，因此指涉历史实存的指称物在历史叙
述的建构过程中似乎总是缺失的，原因在于“似乎发
挥指称物功能的文献记载及原始材料等，和我们说
的指称物的指称物（真正的过去状态）间，横亘着一
条难以弥合的天堑”［１０］５６－５７。如果进一步从解构主
义角度来审视历史，历史会被视为纯粹建立于缺乏
历史的物质性根基的话语符号的基础上，也由此对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构成极大的威胁。恰如美国学
者柏格森所言：“马克思的社会结构被重新命名为
‘话语结构’，由此体现出一种清晰的符号学假想：集
体属性的本质在于话语，而非历史 性 社 会 关
系。”［１１］１４那么，马克思主义批评应当如何界定其历
史基础的实存性、物质性？换言之，如何以指称物的
物质属性来夯实作为话语符号的历史表述的基石？

由此，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中历史的物质性基础
的证明便成为极为棘手的问题。
贝内特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质出发对这一问

题予以了解决。马克思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中，强调理论在掌握群众之后所具有的物质性力量。
贝内特对这一论断加以延伸，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
对人类历史进程及社会革新具有的预见性和指导

性，使得社会运动得以沿循历史规律而获得发展。
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所预设的历史叙述，能够对无
产阶级民众进行指导、组织，也使其摆脱了资产阶级
意识形态的束缚，并在相应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影
响下投入到社会活动之中。因此，体现于马克思主
义历史叙述中的历史观，尽管以话语符号形式出现，
却由于具有改变社会进程物质属性的理论力量，从

而与指涉历史实存的指称物关联起来。
然而，贝内特并没有阐释以下问题，即作为话语

符号的马克思历史叙述在其建构之初，是如何与作
为指称物的历史实存产生关联的。众所周知，马克
思早年曾从事诸多社会实践工作，尤其是任职于《莱
茵报》的经历，使其通过对一系列社会具体事件的接
触和认识，为其此后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建构打下基
础。同时，马克思曾提出以客体的物质属性作为对
其加以认知的基准［１２］２７６－２８１，从而在事实上从符号
学指称物的角度强调了符号的物质属性、实存性所
具有的基本重要性［１３］１７１－１７２。在这一基础上，意大
利马克思主义学者德拉－沃尔佩指出，马克思的辩
证法理论恰是建立在通过对具体、客观历史事件的
总结归纳之上，呈现出从“具体”到“抽象”的符号化
理论建构逻辑［１４］２００。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话语符号，正是建立在对作为指称物的历史事件的
分析与思考的基础上的。
三　超越索绪尔：大众文学研究中的阅读构架

理论

贝内特除对索绪尔符号学传统本身的审视中，
表达出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有别于学界一般认识

的阐发观念，同时还将这种独到阐发体现于对索绪
尔符号学的具体运用中，其中即包括贝内特的“阅读
构架”理论。

“阅读构架”（ｒｅａｄ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在贝内特的界
定中，意指在特定社会群体某种集体观念或意识形
态的影响下，对文本所形成的统一性阐释范式或话
语表达方式。在阅读构架的作用下，该群体成员能
够对同一文本采取基本一致的阐释维度。受过特定
学术批评训练的批评家，往往能够在统一性学术思
维的规范下形成相对一致的批评方式，亦即形成统
一性阅读构架。因此，研究者往往能够通过对文本
结构的剖析而发掘出该批评家群体的阅读框架。然
而，伯明翰学派在其大众文化研究过程中面临的问
题是：对于大众小说而言，应如何确定其庞大、零散
而未经学术训练（ｕｎｔｕｔｏｒｅｄ）的读者群体的阅读构
架？

贝内特从索绪尔的“语言”／“言语”二元模式来
理解文本结构／大众读者阅读构架的对立关系。必
须指出的是，贝内特此处对索绪尔的“言语”进行了
灵活处理：“言语”意指说话者富有个性化的具体言
说方式，贝内特从具有非统一性特质的言语角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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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具有统一性特征的阅读构架，显然认识到了阅
读构架在具体话语表述方式上的自由特质。因此，
言语与阅读构架的相似性仅体现在话语的表达方式

层面，而非阅读构架的统一性阐释倾向方面。
在这种基础上，贝内特提出通过文本结构来探

究阅读构架，从而在符号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
索绪尔进行超越。尽管索绪尔提出，作为人类语言
能力集合的“语言”———而非作为具体个性话语的零
散“言语”，是语言学真正能够加以有效研究的对象，
但由于“语言”的先验悬设性质，索绪尔对“语言”的
探讨实际仍旧是建立在对具体言语的归纳与分析总

结的基础上。与之类似，结构人类学代表列维－斯
特劳斯对部族“血亲结构”的形而上学探讨，同样体
现于对诸多具体部族组织格局的归纳之中。因此，
结构主义实际上是以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来印证其形

而上学的认识论，从而呈现出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
义的理解方式间的矛盾与断裂。
然而，索绪尔及其追随者的这种矛盾性理解，客

观上为贝内特从辩证的角度理解“语言”和言语间的
关系奠定了基础，“言语离不开语言的规范体系以免
使自身因具有创造性而过于偏离语言规范；反之，语
言同样离不开具有创造性特征的言语，以免使构成
它的规则性体系彻底僵化”［１５］２２１。因此，在对待文
本结构和阅读构架的关系时，应当根据文本结构自
身以确定其可能具有的阐释范式，亦即通过对文本
结构“内在符码”（ｆｉｘｅｄ　ｃｏｄｅ）的解读，重构出文本的
基本意义结构。事实上，贝内特这种方法构想的合
理性，已得到当代叙述学的佐证：通过对文本，尤其
是大众文学文本的阅读，往往能够确定其基本审美、
伦理倾向，亦即确定其隐含作者，并据此推断出隐含
读者，或曰文本的基本意义结构。
难点在于，读者群体往往因其社会阶层背景的

不同而对文本采取差异性阐释，亦即对文本基本意
义的解码采取“过度阐释”、“弱阐释”等偏离其原初
内涵的不同解码方式，使得阅读架构因其阶层属性
背景的差异而呈现出极为混杂而矛盾的状况，一如
巴赫金所言，语言体系是阶级斗争的场域［６］２３。贝
内特据此提出，必须在检审读者所处特定阶级背景
的前提下，结合具体社会语境来分析读者的话语阐
释策略，“个人言说（ｓｐｅｅｃｈ）活动，亦即言语事件（ｅ－
ｖ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ｏｌｅ）……绝非对语言（ｌａｎｇｕｅ）加以个性
化、主观化使用的产物，而是产生于以不同阶级为基

础（ｃｌａｓｓ－ｂａｓｅｄ）的话语在形成时所发生的融合过程
中”［１５］２２２。也就是说，作为话语符号的基本意义结
构，在具体阶级语境中获得了相对恒定的阐释模式，
意义结构由此获得准确锚定，从而使该阶级的阅读
架构得以突显。
可见，贝内特是从阶级属性角度来审视文本所

可能召唤而出的阅读架构的。这种理解，既是对马
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基本把握，也体现出对索绪尔
符号学的改造性运用，从而呼应了当代学界将马克
思主义理论作为阐释学方法的努力。
四　大众文化现象的互文性透视
互文性理论由克里斯蒂娃提出后，迅速由其被

创立之初的纯哲学形态，过渡为广受人文、社会学界
用于分析社会泛文本的实证性批评方法［１６］２１１－２１６。
尤其在包括伯明翰学派在内的英语世界中的文化研

究领域，这一理论被运用为对大众文化生产机制的
探讨工具。
如前所述，贝内特曾从互文性理论角度批判性

地重构了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演化现象的论述。同
时，他还在将互文性界定为“指涉其他文本的体
系”［１７］４４以及“不同具体接受条件下，诸多文本之间
的社会组织关系”［１７］４５的基础上，将该理论运用于对
“邦德现象”等大众文化的分析中，对具有互文性关
系的诸多邦德文本间的意识形态关系进行探讨。
英国小说家伊恩·弗莱明笔下的詹姆斯·邦德

作为大众小说中的经典角色，其形象作为原文本被
广泛改编为电影、电视及各种宣传片等诸多泛媒介
文本。贝内特认为，在邦德小说流行之际，作为能指
的“邦德”形象借由其他媒介形式派生出诸多其他邦
德文本，贝内特由此从互文性角度来界定邦德现象，
指出诸多具有邦德形象的文本之间呈现出怎样的流

通与影响机制。由此，诸多媒体形式的邦德形象文
本间便产生了十分复杂的文化联系。贝内特主要从
下列两个方面探讨了邦德现象的互文性特征。
首先，贝内特认为“邦德”形象是一种具有变异

性的能指（ｍｏｂｉｌ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ｒ）。作为小说文本的邦
德，在影视、音乐、广告等诸多媒体及口红、玩具等日
用品中，被生产为一系列互文化产物。同时，邦德形
象在前一种媒介文本中所承载的意识形态，也得以
被后一种媒介文本所接纳。“邦德形象在一系列门
类广泛的文本所形成的持续变化的过程中得以生

产，这些文本在自己建构起来的邦德能指的作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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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结合在一起。”［１７］４５在互文效应下生产出的文本
与前文本形成了具有逻辑关系的统一性，不断生产、
改造或传播着前一文本的意识形态。
其次，各种邦德文本基本是在同一社会文化语

境中被生产出来，因此如仅仅通过对这一整体语境
的考察，无法确定划分诸多单个邦德文本所具有的
独特客体属性，而唯有将这些文本置于与其他文本
的互文性关系中，通过对它们之间媒介转换关系的
审视，确定其各自的文化、意识形态属性之间的关系
及差异，才能实现对单个文本客体性的检审，亦即
“在媒体形式的消费形式被调整时，将诸多单个‘邦
德文本’从互文性关系转换中抽取出来并使其稳定
化”［１７］９０。
可见，贝内特准确地意识到意识形态在互文性

理论被用于批评实践中所具有的关键作用，考察到
诸多互文性文本间的生产逻辑，并通过实证方式，对
隐藏在互文性文本之后的意识形态因素进行了辨

析，从而使其批评实践呼应了自己对“探究文化如何
在不同社会关系语境中发挥作用”［１８］４３８的文化研究
旨趣的马克思主义式界定。
综上所述，贝内特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立场上，对索绪尔结构主义符号学传统进行了本体
论层面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并以此为据，从符号学
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角度进行了一系列文学及文化批

评实践，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文化批评理路，
极大地扩展了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的方法视域，同
时也在客观上彰显出作为“普遍方法论”的符号学在
人文社会科学批评方面的有效性［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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